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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为把脉地方经济和了解政策执行情况,赴基层企业走访

视察已成为官员履行行政职能、参与经济决策的一种常态。 那么,官
员视察是否对企业环境治理行为产生影响呢? 利用 2016 年第 12 次

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本文实证分析了官员视察对民营企

业环境治理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 研究发现,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

治理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提高了民营企业环境治理投资水平,在使

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 此外,作用机制研究发

现,官员视察通过增强企业的环境规制压力和治理能力双重路径影响

了企业环境治理行为,主要表现为增强企业环境规制压力感强度、提
高正规融资便利性和获取市场发展机会。 进一步分析发现,地区市场

化程度越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大、企业面临的环境盈亏压力越小,
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治理的促进作用会越强。 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

了政治关系和企业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而且还阐述了官员视察影响

企业环境治理的微观机理,这对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激励企业环

境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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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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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却日益突出,对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造成巨大的负面影

响。 为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

和”这个重大战略目标。 而且,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制定 2030 年前碳达峰

的行动计划,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

质量发展。 具体到中国目前的环境政策,在中国现有的行政体制下,环境政策

的制定和执行遵循自上而下的路径,地方政府主要负责环境政策的执行(Deng
 

et
 

al. ,2012;沈洪涛和周艳坤,2017),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将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黄寿峰,2017)。
在环境治理方面,官员尤其是地方主政官员通常都是地方环境政策的制定

者与具体执行者(王红建等,2017),在分析政府环境治理行为时就要从具体的

官员层面入手(韩超等,2016)。 而且,为了治理严峻的环境问题,环境保护逐渐

被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之中(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不断提升环境指标在

干部考核机制中的重要性(郑石明,2016)。 诚然,在倡导经济社会绿色发展过

程中,作为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微观单元,企业环境治理必然会受到地方官员

行为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关注“官员视察”
这一独特的官员行为(罗党论和应千伟,2012;赵晶和孟维烜,2016)。 在中国制

度环境下,官员政治诉求及其行为特征已成为影响企业环境行为的一个重要因

素,官员视察对企业环保行为能产生多重维度的影响。 一方面,在环保政绩考

核下,官员视察通过权威性和威慑力增强企业所面临的环保压力,且合理利用

视察信息,精准寻找环境治理的工作重点和突破口(赵晶和孟维烜,2016)。 另

一方面,官员视察所赋予的“政治联系”不仅能降低企业战略决策的政治风险

(罗党论和应千伟,2012),而且还可提高企业合法性,以获取利益相关者的支持

和认可(Schuler
 

et
 

al. ,2017),从而激励企业环境治理。 可见,理论上来讲,作为

一种具有政策导向性行为,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治理具有压力效应和激励效

应,以促进企业环境治理的投资,但从已有文献来看,鲜有学者考察官员视察对

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还有待于经验证据的考证。
此外,现有关企业环境治理方面的研究,缺乏对企业资源禀赋状况的关注

和重视。 一般来讲,大型企业的资源禀赋较好,拥有充裕的资金资源来同时开

展日常运营生产和环境治理,但对民营企业来讲,由于先天的合法性不足,资源

禀赋状况较差,同时还面临融资难、税费负担重等方面的政策瓶颈,使得环境规

制压力下企业环境治理的动力不足。 有学者表明,对中小企业而言,资源贫瘠

一直是其成长发展的“软肋” (李晓翔和刘春林,2018),当企业环保压力过大,
但是资源支持不足时,为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企业可能会选择降低生产规模

(崔广慧和姜英兵,2019)。 而且,环境治理投资通常具有成本高、风险大、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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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特点,由此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将会导致企业面临融资困境(崔广慧和

姜英兵,2019)。 为此,本文将聚焦于民营企业这一群体的环境治理行为,考察

官员视察对民营企业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并从环境规制压力和环境治理能力

两方面来考察其中的影响机理。
为此,从已有疑问出发,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聚焦于中国民营企业这

个特殊的企业群体,利用 2016 年第 12 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本文

实证分析了官员视察对民营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 研究发现,官员视察对企业

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提高了民营企业环境治理投资水平。 此外,作
用机制研究发现,官员视察通过增强企业的环境规制压力和治理能力双重路径

影响了企业环境治理表现,主要表现为增强企业环境规制压力感强度、提高正

规融资便利性和获取市场发展机会。 进一步分析发现,地区市场化程度越低、
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大、企业面临的环境盈亏压力越小,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

治理的促进作用会越强。
相对于已有研究而言,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方面。
(1)

 

从现有文献来看,它们在关注中观地区层面的官员特征对微观企业环

保行为的间接影响时,容易导致理论逻辑的断层,而且在考察官员个人利益函

数时,现有文献往往会忽视官员个体能动性的作用,即个体的动态行为。 就官

员如何影响企业环境行为问题上,本文基于官员“视察”行为的研究在缓解了现

有文献所造成的逻辑断层问题的同时,还丰富了官员异质性特征的经济效应研

究,拓展了企业环境治理相关研究的视角和思路。
(2)

 

从当前有关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的影响研究来看,大部分研究未能重

视企业异质性特征的潜在影响,不同的企业在面临环境规制时会呈现不同的表

现,尤其是对民营企业的环境治理来讲。 区别于已有研究,本文结合中国民营

企业的生存发展现状,从环境规制压力和环境治理能力提升两个方面考察了官

员视察影响民营企业环境治理的中介机制。
(3)

 

基于中国地区间制度环境和中小企业资源禀赋特征,本文还分析了地

区市场化环境和民营企业异质性因素在官员视察和企业环境治理间关系中的

调节效应,这些多层次的研究有助于准确把握和理解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背后

逻辑,将为民营企业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借鉴。

1　 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文献回顾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混合激励结构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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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李永友和沈坤荣,2008),提高了地方政府推动辖区经济增长的积极性,并形

成了“GDP 晋升锦标赛”的地方发展模式(Li
 

and
 

Zhou,2005;周黎安,2007)。 其

中,地方官员作为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刘玉海和赵鹏,2018),在地方环境治理方面也不例外

(韩超等,2016)。 从已有研究来看,现有文献主要分别从中观地区层面和微观

企业层面两个维度对地方官员特征与环境治理的影响关系问题展开了研究。
一方面,在中观地区层面上,部分研究认为,官员年龄是影响地方环境治理

的重要因素,官员年龄越大,越倾向于推行河长制政策(金刚和沈坤荣,2019),
但也有学者却发现环境规制官员到任年龄与规制行为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但
这种关系仅在东部地区明显(韩超等,2016)。 还有一部分研究表明,官员的交

流经历对地区环境治理效率有着重要影响(臧传琴和初帅,2016;张楠和卢洪

友,2016;刘玉海和赵鹏,2018)。 另一方面,在微观企业层面上,也有学者通过

匹配官员特征和企业环境治理两个基础数据研究发现,企业环境治理具有随环

保厅长变更年份而变化的政治周期性(胡珺等,2019)。 而且,随着地方政府官

员政绩考核逐渐注重地方“环境绩效”,企业环境投资越来越具有明显的官员任

期的周期性规律(王红建等,2017)。 为此,因环境政绩考核机制的存在,官员特

征逐渐成为影响企业环境行为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从上述研究来看,当前已有不少有关官员特征对地区环境治理影响关系的

研究,但地区的环境问题主要来自企业层面的污染问题,因此如何将官员个体

特征深入到微观企业环境治理层面是未来研究设计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然,
虽然近期也有文献逐渐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王红建等,2017;胡珺等,2019),
但他们主要考察中观层面的官员特征对微观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依然存在理

论逻辑断层的不足。 幸运的是,近些年来,不少学者逐渐关注官员视察这一独

特的官员行为,这为后续研究如何将官员个体特征深入到微观企业的环境治理

层面、避免逻辑关系断层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为了解政策实施的情况,官员经常需要到企业中进行视察,即官员视察(罗

党论和应千伟,2012)。 一般而言,官员视察具有相当的政策含义和经济意义,
对微观企业往往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Schuler

 

et
 

al. ,2017)。 有研究发现,由于

官员视察所赋予的合法性,官员视察不仅对企业绩效有着积极的影响(罗党论

和应千伟,2012),而且对推进企业联盟的形成、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罗党论和李晓霞,2014;赵晶和孟维烜,2016),同时还有助于企业获取政府补

贴(戴亦一等,2015)。 为此,有学者认为,官员视察具有明显的“认证”效应,这
类消息会被其他利益者(如竞争对手、供应商、银行和客户等)解读为企业具有

更强的资源调动与风险抵抗能力(Schuler
 

et
 

al. ,2017)。 但也有研究发现,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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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来讲,官员视察是一把“双刃剑”,官员视察在提高企业资源获取能力的

同时,还会增加被访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无效率投资和期限错配程度(邱穆

青和白云霞,2019)。
鉴于此,已有不少学者从资源获取角度开展了官员视察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研究,如企业合作联盟的构建、政府补贴、技术创新和财务绩效等,但鲜有学者

关注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 从理论上来讲,生态环境具有类似公共

品的外部属性,使得具有逐利特征的微观企业往往缺乏足够参与环境治理的动

机,使得企业环境行为有别于技术创新、财务绩效和获取政府补贴等行为。 此

外,正如已有文献所言,官员视察能提升企业的合法性,有助于企业为环境治理

提供充资源支撑,增强企业环境治理的能力;但同时,在环境政绩诉求下,官员

视察也会带有独特的行政权威性和威慑力,对企业环境治理会产生一定的影

响,而这是现有文献所忽视的官员视察的潜在影响。 为此,官员视察是否对企

业环境治理产生影响? 倘若有影响,那么其中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这是本文亟

待探索和解答的问题。

1.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自秦汉起,政府就开始采取以“明察”“微服私访”等方式,来深入民间了解

地方舆情,并以此作为政府决策的一种信息收集制度(刘毅,2007)。 官员视察

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而且一直到当今社会,这一官员视察现象也非常普遍。
在企业层面,据 2016 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显示,有 64%的企业存在官员视

察的现象。 视察作为官员与企业接触沟通的重要渠道之一,能为官员了解相关

企业的基本情况、检查企业专项工作、视察企业特定行为创造机会,进而为政策

出台或调整提供依据(赵晶和孟维烜,2016)。 在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双重激励

下,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往往需要完成一定的政绩目标(周黎安,2007),其中官

员通过合理利用视察信息,有助于科学决策、寻找工作的重点和突破口,以快速

实现政绩(赵晶和孟维烜,2016)。
一般而言,官员视察具有相当的政策含义和经济意义 ( Schuler

 

et
 

al. ,
2017),对微观企业往往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官员通过视察来了解政

策落实情况,这种视察活动所形成的权威性和威慑力,会督促企业去完成和执

行某项经济政策,从而将有助于政府政策目标的实现。 另一方面,官员视察会

提高对象企业的合法性,尤其是对中小民营企业来讲,从而有助于获取发展所

需的资源。 那么,具体到环境保护层面,官员视察是否能对企业环境治理产生

影响影响机制是什么呢? 这些将是本文主要回答的问题。 随着环境保护被纳

入地方官员晋升的考核体系之中,地方政府将日益重视环境污染和治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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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中小企业环境战略也会受到政府或官员政治诉求的影响。 为此,结合官员

视察的行动意图及其对企业战略所产生的潜在影响,本文认为官员视察可从三

个方面的中介路径来对企业环境治理行为产生影响:
一是在环保政绩考核下,官员视察通过行政权威性增强企业所面临的环境

规制压力感,迫使企业加大环境治理投入力度。 随着官员考核机制的科学化,
环境质量已被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之中(潘越等,2017),地方官员对来自环境治

理方面的政治诉求也在增加(孙伟增等,2014)。 为获取晋升资本,地方官员出

于环保政绩的激励而加大地方环境规制力度,以改善地方环境质量。 比如,官
员通过视察来了解地方环境政策的执行情况,有助于找到环境治理工作的重点

和突破口,快速实现环保政绩。 官员尤其是地方主政官员通常都是地方环境政

策的制定者与具体执行者(王红建等,2017),在赴基层企业视察过程中,官员可

能会专项视察和了解企业环境治理的情况,急切关注企业排污、治污等方面的

基本概括,并将这类企业视为环境监督的标杆对象。 为此,官员视察所形成的

行政权威性会提高企业所面临的环境规制压力,进而迫使企业增加在环境治理

方面的投入。
二是官员视察通过提升企业的组织合法性,增强企业的资源获取能力,而

资源禀赋状况的改善,会激励企业增加环境治理方面的投入。 处于转型经济期

的中国,合法性不足一直是中小民营企业生存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卫武,2006),
而官员视察则为缓解这种合法性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一般而言,官员视察通

常会被外界视为一种企业特殊信号(罗党论和李晓霞,2014),这是因为被官员

视察的企业是基于官员当前的工作重点,并经过慎重考虑、甄别来确定的,会向

外界传递有关企业获取政府重视、认可和重点支持等方面的积极信息(Schuler
 

et
 

al. ,2017)。 而且,外界投资者会将官员视察作为企业政治联系的积极信号

(潘越等,2015),并以此来决定是否对企业加以投资或提供更多的资源支持(赵
晶和孟维烜,2016)。 显然,合法性提升带来资源禀赋的改善,会激励这类企业

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投资力度。
三是企业通过官员视察可直接获知地区政策或发展信息优势,以降低环境

治理给企业正常经营带来的冲击,从而激励企业进行环境治理。 传统的经济学

理论认为,企业缺乏环保激励的原因在于环境治理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生产成

本(Cole
 

and
 

Elliott,2003),这使得企业产品或服务缺乏市场竞争力,限制了企

业的盈利能力(Palmer
 

et
 

al. ,1995)。 换言之,如何获取新的发展机会或利润增

长点,以降低环境治理对企业成本预算带来的冲击,也是环境政策设计的重要

思路之一。 在官员视察过程中,企业借机了解政府政策的未来方向、人事变动、
为官理念等方面信息,增强应对不确定性的感知能力,提高企业捕捉机会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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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尤其是利用官员视察的机会,企业能够提前布局投资战略,抢占市场机会,
寻找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这将有助于缓解环境治理对企业日常经营的负面冲

击,从而激励企业进行环境治理。
综上而言,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治理具有明显的双重效应,既提高了企业

所面临的环境规制压力感,又提升了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能力。 鉴于此,本文

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官员视察与企业环境治理投资水平间呈正相关性,即官员

视察促进了企业环境治理。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为 2016 年第 12 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本
次调查数据使用了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信息中心提供的全民营企业名录

作为抽样框,进行了严格的目录抽样。 同时,在实际的调查过程中,本次调查依

托各省(区、市)工商联和工商局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私

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负责日常管理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发布平台为

该调查数据正式授权发布渠道。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不断完善,中国民营企业调

查数据在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和高质量的产出

(陈光金等,2018)。 根据文章的研究问题及其所涉及的相关变量,经过数据清

理,我们得到有效样本量 8111 个。 为避免极端值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对连续性

变量进行了上下 1%的缩尾处理。

2.2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根据前文的研究假设,我们设计如下模型对其进行检验分析,如下:

Eninvest = β0 +β1 inspection + ∑βcontrolvariables + ε (1)

　 　 1)
 

因变量:企业环境治理投资(Eninvest)
关于企业环境治理投资的设计,本文借鉴胡珺等(2017)、赵阳等(2019)的

方法,以治理污染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作为企业环境治理投资的替代变量,且
考虑到诸多样本值为 0,后续回归分析以 tobit 模型进行检验。 此外,借鉴王红

建等(2017)、胡珺等(2019)的方法,在稳健性检验中,文章还以污染治理投资的

自然对数作为企业环境治理的替代变量加以检验,如 ln(治理污染费用+1)。
2)

 

自变量:官员视察( inspection)
针对官员视察的度量方法,本文根据 2016 年民营企业调查问卷的题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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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哪种说法符合您企业近两年的情况?”,其中就有“当地政府领导曾经到本

企业考察或者现场办公”题项,且有“符合、不符合和说不清”三个答案选项。 以

此来设计“官员视察(0-1)”哑变量,且考虑所涉及“说不清”这个选项比较抽

象,在这里将直接剔除“说不清”样本值,生成官员视察变量,即 1 表示为“符合”
选项,0 表示为“不符合”选项。

此外,在稳健性检验部分,为避免剔除“说不清”选项导致信息损失,在保留

“说不清”选项前提下,本文还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对官员视察变量进行了如下操

作,并形成两个新变量:(1)将“符合”这类选项赋值官员视察 2 为 1,否则为 0
(其中 0 主要包括“不符合”和“说不清”两种情况)。 (2)形成一个李克特程度

变量(0、1 和 2),即反映官员视察 3 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程度。 其中,有关“说
不清”选项处于“符合”与“不符合”两个状态之间,分别将符合、说不清、不符合

三个选项赋值 2、1、0,即官员视察数值越大,“官员视察”这种说法越符合企业

现实的情况。
3)

 

控制变量

此外,我们控制了其他一些可能会影响企业环境治理的因素,如企业资产

规模、盈利能力、杠杆率、上市概况、企业年龄,以及企业家性别、学历和年龄等

因素。 同时,还考虑了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地区开放程度的影响。 此外,在模型

设计中,我们还控制了企业所在行业的哑变量、所在区域哑变量两方面的因素。
具体变量设计请详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量 定义

环境治理投资 详情请见“研究设计”中“因变量”部分

官员视察(0-1) 请见“研究设计”中“自变量”部分

企业规模 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

盈利能力 净利润与企业营业收入比例(%)

杠杆率 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比例(%)

企业年龄 调查年份 2015 减去初始经营年份差额的自然对数

已上市、拟上市(0-1)
根据已上市、拟上市和未上市三个类别,设置已上市、拟上市两个哑变量。 当

企业为已上市(拟上市)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

企业主性别(0-1) 根据性别设置哑变量,若为男性,设置为 1,否则为 0

企业主年龄 调查年份 2015 减去企业主出生年份所得年数的自然对数

企业主学历(0-1)
根据是否获取学士及以上学历来设置哑变量,若获取学士学历以上,则赋值

为 1,否则为 0

地区人均 GDP 每个省份地区人均 GDP,以自然对数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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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定义

地区开放程度 每个省份地区 FDI 投资额与 GDP 间比例(%)衡量,按当年美元汇率折算

行业哑变量(0-1)

此次调查企业涉及“农林牧渔、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水、建筑业、交通仓

储、信息服务、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房地产、租赁商业服务、修理居民服

务、科教文卫和其他类型”15 个大类行业。 根据调查问卷的 15 个行业,本文

设置生存 14 个行业哑变量

地区哑变量(0-1)

有关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本文借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分

组方式,如: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上海、浙江、江苏、福
建、广东和海南等 11 个省级行政区;中部地区有山西、吉林、黑龙江、河南、安
徽、江西、湖北、湖南 8 个省级行政区;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云南、贵州、
广西、陕西、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新疆、宁夏 12 个省级行政区。 为此,根
据东、中、西三个行政区划分标准,设置区域东部、中部两个哑变量;当企业位

于东部或中部地区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

　 　 数据来源:作者制作。

2.3　 描述性统计

表 2 中 Panel
 

A 主要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在环境治理方面,2015 年

中国私营企业的环境治理投入平均水平为 0. 7628%,即企业在环境治理方面的

所投资金占据营业收入的 0. 7628%。 但是,我们容易发现,不同企业在环境治

理方面的投资力度存在较大差异,环境治理投资水平最大值为 26. 3158%,而有

的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额度为 0。 此外,在官员视察方面,有超过六成的私营企

业近两年内存在政府官员视察的现象,占整个样本企业数量的 64. 5463%。 表 2
中 Panel

 

B 主要报告了单变量的均值比较分析。 我们发现,官员视察样本企业

的环境治理投资水平,明显高于未有官员视察样本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水平,
且这种差异在 1%置信水平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表 2　 描述性统计

Panel
 

A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环境治理 6377 0. 7628 3. 2107 0 26. 3158

官员视察 6194 0. 6455 0. 4784 0 1

融资约束 5914 0. 9244 1. 7807 0 7. 4390

“环境”型盈亏压力 7429 3. 7222 1. 1942 1 5

市场化进程 8111 7. 4107 1. 7629 2. 53 9. 78

企业规模 7358 5. 8104 3. 0427 0 12. 2090

盈利能力 6590 12. 2167 33. 0705 -15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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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anel
 

A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资产负债率 6198 25. 6055 29. 2618 0 110

企业年龄 7149 2. 3489 0. 8138 0 3. 5553

已上市 8111 0. 0200 0. 1399 0 1

拟上市 8111 0. 0785 0. 2690 0 1

企业主性别 8067 0. 7956 0. 4033 0 1

企业主年龄 7974 3. 7907 0. 2202 3. 2189 4. 2047

企业主学历 7956 0. 2824 0. 4502 0 1

地区人均 GDP 8111 10. 9154 0. 3992 10. 1722 11. 5895

地区开放程度 8111 0. 3986 0. 3583 0. 0568 1. 6394

Panel
 

B

变量名称 官员视察(0) 均值-0 官员视察(1) 均值-1 均值差异

环境治理 1758 0. 514 3303 0. 913 -0. 400∗∗∗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此外,在实证分析之前,本文还进行了变量间相关性分析。 官员视察与企业

环境治理显著正相关,这初步验证支持了研究假设的预期。 此外,统计分析发现,
绝大多数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较小,且经过膨胀因子分析发现,最大的膨胀因子

仅为 3. 77,且所有变量的膨胀因子均值为 1. 61,远低于膨胀因子临界值 VIF = 10,
这表明本文设计模型中变量之间不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①

3　 实证分析

3.1　 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

　 　 表 3 主要报告了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治理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 在仅控

制了企业行业属性及其所在地区等因素时,官员视察与企业环境治理间呈正相

关,并且在 1%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如表 3 列(1)所示。 随后,在列(1)
模型基础上,本文在引入了企业一些重要财务特征因素后,官员视察与企业环

境治理间呈正相关,且依然在 1%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如表 3 列(2)所
示。 此外,本文在依次引入了企业主个人特征因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

开放程度等因素后,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治理的正向影响依然稳健。 为此,研
究假设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这表明官员视察促进了企业环境治理投资,即相

对于未有官员视察的企业,有官员视察的企业其环境治理的投资力度更大。

052

① 囿于篇幅,部分结果未具体报告,有兴趣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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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

变量名称

(1) (2) (3) (4)
环境治理 环境治理 环境治理 环境治理

tobit tobit tobit tobit

官员视察
2. 750∗∗∗ 1. 960∗∗∗ 1. 921∗∗∗ 1. 900∗∗∗

(9. 366) (5. 720) (5. 528) (5. 474)

企业规模
0. 111 0. 089 0. 101

(1. 528) (1. 165) (1. 321)

盈利能力
0. 014 0. 015∗ 0. 015∗

(1. 519) (1. 654) (1. 655)

资产负债率
0. 014∗∗∗ 0. 014∗∗∗ 0. 014∗∗∗

(2. 923) (2. 737) (2. 727)

企业年龄
1. 035∗∗∗ 0. 881∗∗∗ 0. 875∗∗∗

(4. 150) (3. 026) (3. 010)

已上市
-0. 187 -0. 236 -0. 275

(-0. 412) (-0. 483) (-0. 553)

拟上市
1. 118∗∗∗ 1. 130∗∗∗ 1. 104∗∗

(2. 697) (2. 631) (2. 577)

企业主性别
0. 039 0. 018

(0. 101) (0. 045)

企业主年龄
0. 815 0. 932

(0. 993) (1. 134)

企业主学历
0. 072 0. 158

(0. 253) (0. 552)

地区人均 GDP
-0. 837

(-1. 231)

对外开放程度
-0. 645

(-1. 210)

_cons
-4. 560∗∗∗ -7. 674∗∗∗ -10. 335∗∗∗ -1. 896
(-9. 820) (-9. 532) (-3. 598) (-0. 242)

地区哑变量 YES YES YES YES
行业哑变量 YES YES YES YES

sigma_cons
6. 219∗∗∗ 6. 134∗∗∗ 6. 113∗∗∗ 6. 107∗∗∗

(20. 825) (18. 551) (18. 185) (18. 211)
N 5061 3873 3747 3747
Log

 

likelihood
 

-6852. 8877
 

-5379. 994 -5177. 3551 -5174. 2684

F(d. f. )
16. 23

(175044)
12. 39

(233850)
10. 61

(263721)
10. 03

(283719)

Prob>F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Pseudo

 

R2 0. 0386 0. 0447 0. 0450 0. 0456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采用稳健标准误进行回归。
以下各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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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变量方面,盈利能力越强、财务杠杆率越高的企业,其环境治理投资

力度越大。 而且,企业年龄与其环境治理投资力度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年龄越

大,企业的环境治理强度越大。 此外,企业拟上市的因素对其环境治理投资力

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已上市因素却对企业环境治理并无显著性影响,之
所以会产生这种差异性影响,其可能的原因在于:拟上市意味着企业尚未完全

具备上市的资格,此时加大环境治理的投资力度可能是企业在具备上市资格前

的一种策略型投资,以降低企业所面临的环境治污风险。

3.2　 稳健性检验

3.2.1　 变量替换和控制

　 　 其一,替换自变量“官员视察”的度量方式,其他变量不变。 其中,有关“官
员视察”两种新的度量方法的具体详情,请见前文变量设计部分。 研究发现,如
表 4 列(1) ~ (2)所示,官员视察与企业环境治理投资水平间呈正相关性,并在

1%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上文所得结论依然稳健。

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名称

(1) (2) (3) (4) (5) (6)

环境治理

(与收入比例)
环境治理

(与收入比例)
环境治理

(自然对数)
环境治理

(自然对数)
环境治理

(自然对数)
环境治理

(与收入比例)

tobit tobit tobit tobit tobit tobit

官员视察 2
1. 660∗∗∗ 0. 783∗∗∗

(5. 236) (6. 285)

官员视察 3
0. 967∗∗∗ 0. 453∗∗∗

(5. 494) (6. 490)

官员视察
0. 918∗∗∗ 1. 780∗∗∗

(6. 498) (5. 183)

政企关系
1. 172∗∗∗

(3. 99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哑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哑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2. 064 1. 224 -2. 192 -0. 017 -0. 390 -1. 493

(0. 270) (0. 160) (-0. 679) (-0. 005) (-0. 128) (-0. 190)

sigma_cons
6. 414∗∗∗ 6. 410∗∗∗ 2. 751∗∗∗ 2. 756∗∗∗ 2. 754∗∗∗ 6. 090∗∗∗

(19. 692) (19. 686) (52. 590) (54. 728) (54. 706) (18. 286)

N 4270 4270 3747 4270 4270 3747

Log
 

likelihood -5743. 0649 -5741. 379 -4219. 5521 -4629. 6385 -4627. 8809 -5166.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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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称

(1) (2) (3) (4) (5) (6)

环境治理

(与收入比例)
环境治理

(与收入比例)
环境治理

(自然对数)
环境治理

(自然对数)
环境治理

(自然对数)
环境治理

(与收入比例)

tobit tobit tobit tobit tobit tobit

F(d. f. )
11. 85 11. 84 51. 47 58. 82 58. 75 9. 78

(284242) (284242) (283719) (284242) (284242) (293718)

Prob>F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Pseudo
 

R2 0. 0467 0. 0470 0. 1463 0. 1506 0. 1509 0. 0470

其二,因变量企业环境治理投资水平的替换,以自然对数的方法来衡量企

业环境治理变量,如 ln(环境治理投入+1),其他变量不变。 为此,如表 4 中列

(3)至(5)所示,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本文所设计的三个自变量———官员视察对

企业环境治理投资水平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所得结论

的稳健性。
其三,控制“政企关系”因素的影响①。 为了剥离官员视察在影响企业环境

行为中的“政企关系”因素的影响,在这里作者还在原模型中控制了“政企关

系”因素,其他变量不变。 政企关系是以企业家从政背景(即曾经或现在为人大

代表或政协委员)为依据来设计企业政企关系哑变量,其中存在政企关系的则

赋值为 1,否则为 0。 如表 4 列(6)所示,在控制了政企关系因素的影响后发现,
官员视察与企业环境治理间关系为显著正相关,即相对于未有官员视察的企业,
有官员视察的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水平较高,这与文章所得结论一致。

3.2.2　 内生性问题

前文分析认为,官员视察促进了企业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投资力度,但从理

论上来讲,相对于企业投资层面的问题,官员视察并不是一个完全外生的事件

(罗党论和应千伟,2012)。 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政府产业政策的布

局、走访视察企业现象的形成是有律可循的。 具体到本文研究主题,环境治理

投资水平越高的企业,往往可能是经济实力雄厚、认真履行环保责任的企业,而
且这类企业在积极布局环境战略、遵循和响应政府环境治理方针政策,亦或者

环境绩效较好,由此这类企业就可能为地方政府或官员所关注和重视,往往得

到官员的视察青睐。 为此,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官员视察和企业环境治理之间

可能存在双向影响的因果关系,以及调查问卷设计带来的遗漏变量等,仍然可

能产生内生性问题。 如果不重视官员视察这一处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则会导

致回归分析结果产生内生性偏误,将影响统计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
为此,为剔除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本文以“第三方协助沟通”为工具变量,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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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工具变量法(IVtobit 模型)、Heckman 检验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1)

 

方法一:工具变量法

在该部分中,本文将重点采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上述模型设计可能存在的

内生性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采用的工具变量是“第三方协助沟通”,
对应的 2016 年民营企业调查问卷的题目为:“您对统战部、工商联提供的下列

服务是否满意?”,其中有子题器“帮助企业增加与政府有关方面的沟通”,回答

选项包括“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五个具有层次性的选

项。 本文根据李克特层次设计方法,对五种满意程度分别赋值为“非常满意 1、
满意 2、一般 3、不满意 4 和非常不满意 5”,即“第三方协助沟通”数值越大,表示

的满意程度越低。 理论上讲,视察活动需要有政府工作的正式安排和组织部备

案,其间要将预定的视察对象、形式、内容和目的与被视察企业进行协调(赵晶

和孟维煊,2016)。 此时,统战部、工商联作为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的第三方组织,
可为地方官员视察提供有关企业信息,为政府与企业间沟通提供协助,这在一

定程度上表明“第三方协助沟通”对官员领导视察企业具有直接的影响。 显然,
“第三方协助沟通”对企业环境治理并无不存在直接的影响。 鉴于此,从理论上

讲,“第三方协助沟通”工具变量的选择是比较合理可取的,满足工具变量的外

生性条件。
考虑到环境治理为连续变量,且样本值中存在诸多 0,在这里本文主要采用

IVtobit 模型。 如表 5 所示,通过沃尔德(Wald)检验发现,拒绝官员视察外生性

的原假设,在 5%置信水平上认为官员视察为内生变量。 经过回归分析后发现,
在第一阶段( first

 

stage)中,“第三方协助沟通”与官员视察间呈显著负相关性,
即统战部、工商联提供的协助沟通服务越好,官员领导越可能来企业视察,这与

我们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而且,第一阶段估计中 F 统计量为 27. 82,远大于临界

值 10,这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 此外,通过弱工具变量检

验后,所检验的统计值基本均在 1%置信水平上显著,则应该拒绝原假设“H0:
内生变量与工具变量不相关”,接受备选假设“H1:内生变量与工具变量相关”,
这说明本文采用的工具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如表 6 所示。 在第二阶段(second

 

stage)估计中,“第三方协助沟通”与企业环境治理间依然呈显著正相关,这与研究

假设的预期一致,如表 5 所示。 因此,本文的结论依然具有稳健性。

表 5　 工具变量法

变量名称

(1) (2)

官员视察 环境治理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官员视察
4. 919∗∗∗

(3.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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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称

(1) (2)

官员视察 环境治理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方协助沟通
-0. 135∗∗∗

(-13. 82)

控制变量 YES YES

地区哑变量 YES YES

行业哑变量 YES YES

_cons
1. 155623 -3. 528

2. 92 (-0. 485)

N 3708 3708

Wald
 

chi2 / F(d. f. )
27. 82

(283679)
350. 08
(28)

Prob>chi2 / F 0. 000 0. 000

Adj-R2 0. 1684

Wald
 

test
 

of
 

exogeneity:

chi2(1)= 5. 47,Prob>chi2 = 0. 0193

表 6　 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名称 统计量(P 值)

AR 13. 43∗∗∗ p= 0. 0002

Wald 13. 16∗∗∗ p= 0. 0008

2)
 

样本自选择问题

在该部分,参考罗党论和应千伟(2012)采用 Heckman 模型的思路,本文在

此基础上通过引入工具变量来进一步完善他们所运用的方法,并以此来处理样

本内生性自选择偏误。 一般而言,采用 Heckman 模型来解决模型可能存在的内

生样本自选择问题,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但罗党论和应千伟(2012)
的研究并没有引入工具变量,这为本文的后续操作提供了改进空间。 为此,在
第一阶段回归分析中,以官员视察(0-1)为被解释变量,以影响官员视察的工具

变量和其他影响因素为解释变量,运用 probit 回归模型,由此计算得出逆米尔斯

比率( IMR),然后将逆米尔斯比率作为控制变量纳入 Heckman 模型第二阶段回

归分析中,由此再来观察主效应是否依然显著。
在第一阶段 probit 模型分析中,本文使用的工具变量依然为“第三方协助

沟通”(见上文“工具变量法”)。 此外,本文控制了可能影响官员视察的企业特

征、企业主个人特质和地区经济发展等因素。 第一阶段分析发现,“第三方协助

沟通”服务越满意,企业越可能受到官员领导的视察。 在第二阶段分析中,逆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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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斯比率( IMR)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且此时官员视察(0-1)的系数显著为正,
如表 7 列(2)所示,这表明在考虑了样本自选择问题之后,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

行为的正向影响关系依然稳健成立。
最后,本文参考罗党论和应千伟(2012)的做法,即不引入工具变量,如表 7

列(3) ~ (4)所示。 第二阶段 tobit 回归结果显示,
 

IMR 的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
且此时官员视察(0-1)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如表 7 列(4)所示,这表明在

考虑了样本自选择问题后,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治理行为的正向影响关系依然

稳健成立。

表 7　 样本自选择检验

变量名称

(1) (2) (3) (4)

官员视察 环境治理 官员视察 环境治理

probit tobit probit tobit

官员视察
1. 568∗∗∗ 1. 715∗∗∗

(4. 422) (4. 972)

第三方协助沟通
-0. 387∗∗∗

(-12. 457)

政治联系
0. 382∗∗∗ 0. 444∗∗∗

(6. 488) (7. 71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地区哑变量 YES YES YES YES

行业哑变量 YES YES YES YES
 

逆米尔斯比率( IMR)
-3. 126∗∗∗ -6. 706∗∗∗

(-3. 434) (-4. 530)

_cons
2. 154∗ 0. 278 0. 697 1. 599
(1. 700) (0. 035) (0. 564) (0. 202)

sigma_cons
6. 049∗∗∗ 6. 081∗∗∗

(18. 144) (18. 294)
N 3838 3708 3877 3747
Log

 

likelihood -2077. 2004 -5114. 5762 -2184. 2741 -5162. 5794

Wald
 

chi2 / F(d. f. )
595. 59
(29)

9. 48
(293679)

492. 72
(28)

9. 60
(293718)

Prob>chi2 / F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Pseudo
 

R2 0. 1564 0. 0469 0. 1232 0. 0477

4　 进一步分析

4.1　 作用机制分析

　 　 通过前文分析可知,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治理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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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两者间的理论分析来看,本文认为官员视察影响企业环境治理的作用机

制在于增强环境规制压力感强度、提高正规融资便利性和获取市场发展机会,
即官员视察通过增强环境规制压力和提升企业环境治理能力影响了企业环境

治理行为。 为此,借鉴温忠麟等(2005)的逐步分析法的检验程序,本文将从增

强环境规制压力、提升正规融资便利性和获取市场机会三个方面来研究官员视

察影响企业环境治理行为的中介路径,并且在模型(1)基础上还设计了如下

模型:

Mediator = ρ0 +ρ1 inspection + ∑ρcontrolvariables + φ (2)

Eninvest = θ0 +θ1Mediator +θ2 inspection + ∑θcontrolvariables + σ (3)

其中,Mediator 为中介变量,主要包括增强环境规制压力、提升正规融资便利性

和获取市场机会三个方面,以下是它们具体的度量方法。
一是,在环境规制压力方面。 不同于已有研究从环境规制法律法规、排污

治污量或治理力度,或者环境排污罚款等来衡量企业的环境规制力度,我们以

企业主自我感知的环境保护压力作为替代变量,其所对应的 2016 年私营企业

调查数据的题目为:下列因素对您的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有没有压力? 其中包

括“政府环境规制”“周边社区环保要求”两个选项,且有“压力很大、压力较大、
一般、压力较小和没有压力”五个题目选项,分别将它们赋值为 1 至 5,即数值越

大,表明其所面临的压力感会越小。
二是,在提高正规融资便利性方面。 当前诸多民营企业之所以缺乏环境治

理的动力,其可能的重要原因在于较高的治污投入以及由此导致的企业现金流

紧张。 言外之意,充裕的资金流来源是企业进行环境治理的重要前提条件。 为

此,如何获取融资资源已成为激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环境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问

题之一。 在这里,我们将以企业获取融资贷款视角来考察企业资源获取效应,
主要包括商业银行融资、小型金融机构融资两个方面,这分别对应的 2016 年私

营企业调查数据的题目为:2015 年底,您的企业资金接待状况? (1)国有和股

份制商业银行贷款总额是多少万元? (2)小型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小额贷款

公司等)贷款总额是多少万元? 并均以融资金额与企业营业收入比例(%)作为

变量的度量方法。
三是,在获取市场机会方面。 一般而言,企业所获取的市场机会往往以新

增投资规模展现出来,在这里,我们以企业当年新增投资作为衡量企业市场机

会的基础数据,其所对应的 2016 年民营企业调查问卷的题目为:2015 年期间企

业新增投资多少万元? 我们以“新增投资规模与营业收入比值(%)”作为其替

代变量。 此外,企业市场机会的获取预示着企业成长发展,往往会导致企业扩

大员工规模。 囿于调研数据的题器和选项,我们还以企业当年新入职员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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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市场成长机会,其所对应的题目为:2015 年企业的用工

状况,全年新入职员工多少人?

4.1.1　 环境规制压力的影响渠道

表 8 主要报告了环境规制压力影响渠道的实证分析结果。 在中介机制分

析中,我们发现,官员视察与企业环境治理投资间的显著正相关性,依然具有稳

健性,这与前文结论相一致。 在政府环境规制压力方面,官员视察与企业所感

知的政府环境规制压力间呈显著负相关性,表明官员视察提高了企业所感知的

政府环境规制压力感强度。 此外,我们还发现,政府环境规制压力与企业环境

治理间呈显著负相关性,即企业所面临的政府环境规制压力感越大,企业越可

能增加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投入。 由此,我们认为,政府环境规制压力是官员视

察影响企业环境治理投资的中介因子。 在社区环境规制压力方面,我们同样发

现,社区环境规制压力是官员视察影响企业环境治理投资的中介因子。 上述结

果如表 8 列(1) ~ (4)所示。 上述结论表明,官员视察通过增强企业所面临的来

自政府和社区的环境规制压力感程度,进而迫使企业扩大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投

入强度,即环境规制压力(政府、社区)是官员视察影响企业环境治理投资的中

介因子,经验证据支持了在环境治理中官员视察所展现出规制政策的环保压力

效应。

表 8　 中介机制:环境规制压力的影响渠道

变量名称

(1) (2) (3) (4)

政府规制压力 环境治理 社区规制压力 环境治理

ologit tobit ologit tobit

官员视察
-0. 333∗∗∗ 1. 724∗∗∗ -0. 241∗∗∗ 1. 791∗∗∗

(-4. 880) (5. 002) (-3. 470) (5. 228)

政府规制压力
-1. 408∗∗∗

(-10. 894)

社区规制压力
-1. 329∗∗∗

(-9. 56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地区哑变量 YES YES YES YES

行业哑变量 YES YES YES YES

_cons
-2. 980 -2. 139

(-0. 382) (-0. 284)

cut_cons 省略 省略

sigma_cons
5. 932∗∗∗ 5. 922∗∗∗

(17. 963) (17. 964)

N 3786 3672 3767 3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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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称

(1) (2) (3) (4)

政府规制压力 环境治理 社区规制压力 环境治理

ologit tobit ologit tobit

Log
 

likelihood -5392. 2409 -4966. 1241 -5116. 7903 -4948. 2056

Wald
 

chi2 / F(d. f. )
282. 15 10. 82 206. 07 10. 43

(28) (293643) (28) (293627)

Prob>chi2 / F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Pseudo
 

R2 0. 0262 0. 0646 0. 0204 0. 0614

4.1.2　 政府政策(金融)支持的影响渠道

表 9 主要报告了提高正规融资便利性影响渠道的实证分析结果。 在大型

商业银行融资贷款方面,官员视察与企业获得大银行贷款规模间呈显著正相关

性,表明官员视察提高了企业获取大型商业银行贷款融资的能力。 此外,我们

还发现,大型商业银行融资贷款与企业环境治理间呈显著正相关性,即所获取

来自大型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越大,企业发生现金流缺口的可能性越小,融资

约束程度越低,企业越可能或越有能力增加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投入。 由此,我
们认为,大型商业银行贷款是官员视察影响企业环境治理投资的中介因子。 此

外,在村镇(小)银行融资贷款方面,我们同样发现,小银行贷款亦是官员视察影

响企业环境治理投资的中介因子。 上述结果如表 9 列(1) ~ (4)所示。 上述结

论表明,官员视察通过增强企业在大型商业银行、小型村镇银行获取贷款融资

的能力或享受金融优惠政策便利性,使得企业拥有充裕的现金流,以避免增加

环境治理投入所带来的财务风险,进而激励企业扩大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投入。
因此,我们认为,银行融资贷款(融资能力或金融优惠政策)是官员视察影响企

业环境治理投资的中介因子,经验证据支持了在环境治理中官员视察所展现出

规制政策的环保治理激励效应。

表 9　 中介机制:提高正规融资便利性的影响渠道

变量名称

(1) (2) (3) (4)

大银行贷款 环境治理 小银行贷款 环境治理

tobit tobit tobit tobit

官员视察
54. 055∗∗∗ 1. 596∗∗∗ 25. 287∗∗∗ 1. 978∗∗∗

(6. 772) (4. 568) (3. 928) (5. 041)

大银行贷款
0. 009∗∗∗

(4. 304)

小银行贷款
0. 036∗∗∗

(3. 19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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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称

(1) (2) (3) (4)

大银行贷款 环境治理 小银行贷款 环境治理

tobit tobit tobit tobit

地区哑变量 YES YES YES YES
行业哑变量 YES YES YES YES

_cons
208. 740 -0. 986 -38. 878 -6. 920
(1. 250) (-0. 127) (-0. 269) (-0. 777)

sigma_cons
149. 605∗∗∗ 6. 035∗∗∗ 83. 601∗∗∗ 6. 383∗∗∗

(20. 677) (17. 847) (18. 385) (17. 081)
N 3622 3521 3299 3216
Log

 

likelihood -11276. 71 -4911. 652 -2561. 7924 -4372. 3644

F(d. f. )
13. 07 9. 18 4. 66 8. 69

(283594) (293492) (283271) (293187)
Prob>F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Pseudo
 

R2 0. 0276 0. 0480 0. 0263 0. 0486

4.1.3　 企业发展机会的影响渠道

表 10 主要报告了获取市场机会影响渠道的实证分析结果。 在以新增投资

作为市场机会替代变量时,官员视察与企业新增投资规模间呈显著正相关性,
表明官员视察提高了企业组织合法性,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市场投资机会,
即扩大了新增投资规模。 此外,我们还发现,新增投资与企业环境治理间呈显

著正相关性,即新增投资规模越大,这预示着企业具有良好的成长发展前景,降
低企业在环境治理中面临发展停滞的担忧,且更加关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此
类企业越可能增加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投入。 此外,在以新入职员工人数作为市

场机会替代变量时,企业发展机会的中介效应同样存在。 由此,我们认为,获取

市场机会是官员视察影响企业环境治理投资的中介因子,如表 10 列(1) ~ (4)
所示。 上述结论表明,官员视察通过增加企业获取市场发展的机会,使得民营

企业在进行环境治理过程中具备成长发展能力,降低民营企业所面临的生存风

险预期,进而激励企业扩大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投入。 因此,我们认为,获取市场

发展机会是官员视察影响企业环境治理投资的中介因子,经验证据支持了在环

境治理中官员视察所展现出规制政策的激励效应。

表 10　 中介机制:获取市场机会的影响渠道

变量名称

(1) (2) (3) (4)

新增投资 环境治理 新入职员工数 环境治理

tobit tobit tobit tobit

官员视察
0. 284∗∗∗ 1. 799∗∗∗ 0. 586∗∗∗ 1. 825∗∗∗

(5. 223) (5. 058) (6. 768) (5.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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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称

(1) (2) (3) (4)

新增投资 环境治理 新入职员工数 环境治理

tobit tobit tobit tobit

新增投资
1. 027∗∗∗

(4. 246)

新入职员工数
0. 509∗∗∗

(4. 89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地区哑变量 YES YES YES YES

行业哑变量 YES YES YES YES

_cons
1. 856∗ -5. 854 -0. 293 -0. 694

(1. 654) (-0. 734) (-0. 146) (-0. 087)

sigma_cons
1. 131∗∗∗ 6. 013∗∗∗ 1. 979∗∗∗ 6. 044∗∗∗

(19. 934) (17. 797) (58. 349) (18. 055)

N 3613 3520 3743 3623

Log
 

likelihood -3950. 0867 -4884. 8881 -5191. 9783 -5005. 3452

F(d. f. )
6. 56

(283585)
9. 53

(293491)
77. 89

(283715)
9. 42

(293594)

Prob>F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Pseudo
 

R2 0. 0398 0. 0488 0. 1457 0. 0478

4.2　 不同异质性因素的调节效应影响

表 11 主要报告了不同异质性因素的调节效应的实证分析结果。

表 11　 不同异质性因素的调节效应

变量名称

(1) (2) (3)

环境治理 环境治理 环境治理

tobit tobit tobit

官员视察
1. 960∗∗∗ 2. 033∗∗∗ 1. 706∗∗∗

(5. 577) (5. 093) (4. 919)

官员视察×市场化进程
-0. 309∗

(-1. 746)

市场化进程
0. 193

(1. 382)

官员视察×融资约束
-0. 270∗

(-1. 717)

融资约束
0. 306∗∗∗

(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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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称

(1) (2) (3)

环境治理 环境治理 环境治理

tobit tobit tobit

官员视察∗环保盈亏压力
0. 626∗∗

(2. 261)

环保盈亏压力
-1. 546∗∗∗

(-10. 92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地区哑变量 YES YES YES

行业哑变量 YES YES YES

_cons
3. 544 -6. 811 -6. 173

(0. 381) (-0. 794) (-0. 802)

sigma_cons
6. 104∗∗∗ 6. 434∗∗∗ 5. 886∗∗∗

(18. 208) (17. 488) (17. 910)

N 3747 3255 3636

Log
 

likelihood -5171. 8497 -4413. 9875 -4916. 3593

F(d. f. )
9. 42 8. 70 10. 07

(303717) (303225) (303606)

Prob>F 0. 000 0. 000 0. 000

Pseudo
 

R2 0. 0460 0. 0477 0. 0655

在地区市场化进程方面,本文采用王小鲁等(2016)编制的中国各省(直辖

市、自治区)域间市场化总指数作为数据基础,来衡量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

程。 实证分析发现,官员视察和市场化进程交叉项与企业环境治理间显著负相

关,这表明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治理的正向

影响越弱,即地区市场化进程抑制了官员视察在企业环境治理中的正向影响。
这表明,随着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政府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支配地位逐渐

被削弱,社会各项资源的配置更趋市场化,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缓解,且企业环

境行为更容易受到市场的关注和监督,此时官员视察在企业环境治理中的环保

压力和环保治理激励效应逐渐减弱。
在企业融资约束方面,借鉴 Fazzari

 

et
 

al. (1988)以股利支付来度量企业融

资约束的方法,本文结合调查数据的变量题目设计,以企业向投资人进行分红

的规模来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其所对应 2016 年民营企业调查问卷的题

目为:2015 年期间您企业净利润中用于出资人分红有多少万元? 我们以“分红

规模的自然对数”作为其替代变量,即数值越大,则表明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

程度越低。 实证分析发现,官员视察和融资约束交叉项与企业环境治理间呈显

著负向相关性,这表明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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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促进作用越强。 这表明,融资约束强度越大,意味着企业难以获取足够

的资金来满足其正常的成长发展,而当企业得到政府官员青睐并走访视察时,
官员视察不仅有助于企业建立政治联系,以便获取企业发展资源,而且还可以

缓解与外部投资者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因此,当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困境

时,官员视察在企业环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得到强化,且此时官员视察所表现

出来更多的是一种资源效应。
在企业环保盈亏压力方面,本文的“环境盈亏压力”主要是指企业环保投入

所带来的财务盈亏压力状况,根据调查数据的变量题目设计,其所对应 2016 年

民营企业调查问卷的题器为:下列因素对您的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有没有压

力? 其中有题目选择“环保投入的财务盈亏状况”,有选项“压力很大、压力较

大、一般、压力较小和没有压力”五个程度型指标,依次赋值为 1 到 5,即数值越

大,则表明企业所面临的环保盈亏压力越小。 实证分析发现,官员视察和环保

盈亏压力交叉项与企业环境治理显著正相关,并在 5%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

检验,这表明当企业环保投入所带来的财务盈亏压力越小时,官员视察在环境

治理中的正向作用得到强化,这意味着在环保盈亏压力较小时,官员视察在企

业环境治理中能起到一种“锦上添花”的作用。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在新一轮环保“风暴”开展下,加强地方的环境治理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
作为地方环境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政府官员及其个人特征在地方环境治理

中的影响或所扮演的角色已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 其中,为把脉地方经济和了

解政策执行情况,赴基层企业走访视察已成为官员履行行政职能、参与经济决

策的一种常态,也逐渐引起企业的重视。 一般而言,官员赴基层企业视察具有

丰富的政策含义和经济意义,往往会对微观企业战略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那

么,官员赴基层企业视察是否对企业环境治理行为产生影响呢?
鉴于此,利用 2016 年第 12 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本文实证分

析了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 研究发现,官员视察促进了企业在环境

治理方面的投资力度。 此外,作用机制研究也发现,官员视察通过增强企业的

环境规制压力和治理能力双重路径影响了企业环境治理表现,主要表现为增强

企业环境规制压力感强度、提高正规融资便利性和获取市场发展机会。 进一步

分析发现,地区市场化程度越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大、企业面临的环境盈亏

压力越小,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治理的促进作用会越强。
本文结论的政策启示是比较明显的,官员视察具有明显的环境政策效应,

官员的基层走访视察所带来的威慑力和合法性,通过提升企业环境治理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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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环境治理能力促进了民营企业的环境治理投入,且这种影响还受到地区市

场化程度和企业资源禀赋状况的影响。 由此,我们得出如下政策启示:(1)在环

境治理过程中,不仅需要执行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而且还应着眼于民营

企业的资源禀赋状况,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为其环境治理提供良好的政策环

境,使其具备进行环境治理的能力。 否则,在针对合法性不足的民营企业群体

时,单一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可能会背离经济政策制定的初衷,即虽然排污、污
染问题得到明显的缓解,但也同时会发生企业倒闭、转型失败等经济问题。 (2)
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新一轮环境治理“风暴”对企业原有的资源配置格局形成

了外部冲击,即环境规制下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在运用大量人力、物
力和财力进行环境治理的同时,还面临融资难、税费负担重等方面的政策瓶颈,
使得企业在环境治理时捉襟见肘。 为此,在激励民营企业环保过程中,虽然严

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必不可少,但同时我们还应重视民营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能

力,实施有助于增强企业资源禀赋能力的政策方针,使得企业在大力进行环境

治理时也能健康、有力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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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get
 

a
 

sense
 

of
 

the
 

local
 

economy
 

and
 

underst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official
 

visits
 

and
 

inspections
 

in
 

enterprises
 

have
 

become
 

a
 

norm
 

for
 

officials
 

to
 

perform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and
 

participate
 

in
 

economic
 

decision-
making.

 

Therefore,
 

does
 

official
 

inspections
 

affect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behavior?
 

Using
 

the
 

data
 

from
 

the
 

12th
 

China
 

Private
 

Enterprise
 

Survey
 

( CPES)
 

in
 

2016,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official
 

inspections
 

on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The
 

study
 

finds
 

that
 

official
 

inspections
 

have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investment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after
 

using
 

a
 

series
 

of
 

methods,
 

the
 

conclusions
 

are
 

still
 

robust.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finds
 

that
 

official
 

inspections
 

strengthen
 

the
 

pressure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mprove
 

the
 

convenience
 

of
 

formal
 

financing,
 

and
 

obtain
 

market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o
 

promote
 

investment
 

i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urther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lower
 

the
 

degree
 

of
 

regional
 

marketization,
 

the
 

greater
 

the
 

degree
 

of
 

corporate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the
 

lower
 

the
 

pressure
 

on
 

environmental
 

profit
 

and
 

loss,
 

the
 

stronger
 

the
 

effect
 

of
 

official
 

visits
 

in
 

promoting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research
 

not
 

only
 

enriches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but
 

also
 

elaborates
 

the
 

micro-mechanisms
 

of
 

official
 

inspections
 

that
 

affect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bination
 

of
 

blocking
 

and
 

plugging”
 

policy,
 

which
 

have
 

an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policies
 

and
 

encourage
 

private
 

firms
 

to
 

invest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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